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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众接受度对于人脸识别技术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目前关于人脸识别公众接受度的研究还比较匮乏。 基于社会交

换理论和责任式创新评估准则,从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的行为决策权衡角度构建影响公众使用人脸识别意愿的认知过程模

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感知收益和道德伦理显著影响公众使用意愿,但面对感知风险,存在一种

“明知而故犯”的现象,并不会因为感知风险较高而“及时止损”;以往隐私侵犯经历、信息敏感度和负面新闻会增加感知风险,
但无法抵消人脸识别带来的收益;人脸识别方便性能够显著提高感知收益,却无法使公众忽视隐私泄露等风险;人脸识别相

关知识和安全性与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分别呈正相关和负相关。 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公众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关注点

和需求,为优化技术开发和市场推广策略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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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脸识别作为人工智能最广泛的应用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安防、医疗、电商零售、出行、政务等多个领

域,市场价值不断攀升,产业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 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预测,2025 年全球人脸识别市场

规模将达到 79 亿美元,中国市场占据全球 30%以上份额,规模超 24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70 亿元)。 人脸

识别技术的本质是对人脸数据的处理,其可以从图像中提取个人身份信息,如年龄、性别和种族等。 从某种

程度上说,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是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展示的。 因此,人脸识别技

术在各领域应用中的野蛮生长,也意味着人脸数据非法收集、泄露和滥用等安全风险激增[1] ,导致公众的隐

私和安全受到威胁。
在《人脸识别应用公众调研报告(2020)》中显示,高达 64. 39%的受访者认为正在遭受人脸识别技术滥

用,30. 86%的受访者更是直接因为人脸信息的滥用或泄露而遭受了实际损失,而且在人脸识别的使用过程

中存在强制使用问题。 被称为国内“人脸识别第一案”的杭州野生动物园事件,起因正是动物园强制消费者

使用人脸识别,否则无法入园游玩。 这种拒绝使用人脸识别与放弃基本权利捆绑的行为,不仅不合理,还可

能构成违背诚信原则的胁迫,有悖道德伦理规范。 此外,在人脸识别应用过程中,往往存在知情同意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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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就曾曝光科勒卫浴等多个品牌门店私自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用以“监视”
消费者,通过分析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以进行其所谓的“精准营销”。 这些都引发了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使用

的担忧,增加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抗拒和不信任,对公众的人脸识别技术使用意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人们却经常以损害他们隐私的风险换取人脸识别技术或服务的带来的便利性。 正是由于这一悖

论的存在,用户的价值权衡问题(平衡安全和效率两种价值) [2]就成为了用户是否愿意接受并持续使用人脸

识别技术或服务的关键。 因此,了解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接受度及其背后的价值权衡至关重要。 不仅有

助于帮助技术开发者更好地理解用户需求和隐忧,进一步拓展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场景,提高技术透明度,还
可以为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制定法律法规和相应监管措施提供参考,促进法律与伦理规范的完善,更好地

平衡技术创新和社会价值,从而实现人脸识别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关于人脸识别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态度。 例如,Kostka 等[3] 的研

究发现人们更愿意在公共领域接受人脸识别技术,对人脸识别技术侵害个人隐私的担忧对受访者的态度影

响最大。 二是人脸识别技术安全的方法改进。 例如,Gao 等[4] 提出第一个用于智能安全系统识别阶段计算

的隐私保护的人脸识别协议。 三是人脸识别的风险治理。 例如,人脸识别技术的普及应用将面临社会伦理

困境、个人隐私泄露、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公平丧失、人的主体地位丧失等社会风险,需要社会公众、相关行

业、政府部门等主体协力配合构建系统治理体系[2] 。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关于技术接受的研究相对较多,且多采用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整合型技术接受模型(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use
 

of
 

technology,UTAUT)等基础模型[5–7] ,但是对人脸识别技术公众接受度的研究较为缺乏。 虽

然有学者结合自我知觉理论、技术接受模型、社会交换理论和双因素理论探讨了人脸识别的心理机制,但鲜

少探索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使用意愿和态度的影响因素,仅有的几篇文献仍是基于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

为理论等构建传统的技术接受度模型[5,8] ,对影响人脸识别技术使用意愿的收益-风险权衡前置因素考虑

欠缺。 此外,还发现既有研究对人脸识别技术研发与使用过程中蕴含的隐私泄露、种族歧视等道德伦理

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定性层面[9] ,将道德伦理作为变量或参数的定量研究相对缺乏。 社会交换理论为

分析技术接受度提供了基础框架,其核心在于通过评估交换活动的成本(风险)与收益进行决策判断。 基

于该理论的风险-收益分析框架,能够系统解析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公众预期收益与风险感知的

前置影响因素。 而责任式创新作为新兴技术的治理范式,则关注技术创新带来的“技术收益与社会风险”
双重性问题,通过构建符合道德伦理且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路径,有效预测公众对技术的接受度[10] 。 因

此,考虑责任式创新恰好可以弥补现有人脸识别技术接受度研究中,对隐私保护、伦理审查等维度考量不

足的理论缺陷。
鉴于此,本文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整合责任式创新的典型特征(要求)来分析影响人脸识别技术公

众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以期回答以下两点问题:一是公众在决定是否使用人脸识别时的利弊权衡过程是怎

样的? 二是从公众个体差异、人脸识别技术特性和外部环境(媒体关于人脸识别的负面新闻报道)三个方面

来回答什么因素影响用户使用人脸识别的意愿及如何影响? 从而丰富人脸识别技术使用意愿的相关理论,
并从实践方面为政府、人脸识别技术研发和应用企业、公众和媒体等相关方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1.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由 Homans[11]首次提出,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和互动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交换活动,其目的

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感知收益与感知成本(风险)的权衡计算是交换活动产生的基础,当
个体的某种行为越是经常得到报酬,行动结果越有价值,个体就越愿意从事并重复这种行为。 Blau[12] 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交换理论,并提出在社会交换活动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两难困境。 就公众使用人脸

识别来说,在这个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便利高效与隐私安全风险的权衡。 当公众感知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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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带来的收益超过感知到的风险时,公众会趋向于选择冒着人脸信息被泄露和滥用的风险以交换人

脸识别所带来的价值,反之则会趋向于拒绝。 因此,在借助社会交换理论分析个体某种行为决策时,感知风

险-感知收益评估模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通过分析个体面对不确定性和潜在损失时的感知收益和感知

风险的前置影响因素,可以进一步细化在社会交换活动中对交换收益与成本(风险)的评估过程,从而更全

面地理解个体在社会交换中的决策动因。
2. 责任式创新理论

责任式创新是近年来从欧美兴起的一种创新管理范式,该理念要求创新者和社会行动者相互响应,强
调利益相关群体共同参与创新过程[13] ,同时强调在创新早期从社会需求和道德价值方面进行风险评估,将
负责任理念嵌入科技创新全过程,以确保创新过程及产出符合道德规范、具备可持续性并满足社会期望[14] 。
目前,责任式创新在中国已经受到政策层面的重视。 2016

 

年《“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指出,要倡

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重视和承担保护生态、保障安全等社会责任。 2022 年

《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确立了将科技伦理要求贯穿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全过程的实践

路径,进一步明确了责任式创新的重要意义。 人脸识别技术作为一种具有“技术双重性”的新兴技术,从研

发到应用的全过程也需要践行责任式创新。
(二)研究假设

   

人脸识别的使用是一个涉及使用者与人脸识别系统交互的过程,因此人和技术系统是影响人脸识别使用

的两大主要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人脸识别负面新闻也是影响公众对人脸识别的态度的重要因素[15] 。 因此本

文从个体差异、人脸识别特性及人脸识别负面新闻(外部环境)三个方面考虑影响公众权衡交换成本(风险)-收
益的前置影响因素。 同时,考虑到人脸识别技术是目前人工智能最广泛的应用之一,其技术创新“双重性”特征

显著,本文以责任式创新理论作为补充,融合责任式创新的道德伦理评估准则,从“个体差异、人脸识别技术特

性、人脸识别负面新闻、道德伦理”对公众选择是否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决策过程进行全局性探索。
1. 人脸识别用户个体差异的影响

人脸信息是敏感个人信息,人脸数据泄露导致个人隐私受到侵犯是公众最关注的人脸识别应用风险之

一。 同时,知识已经被证明对技术接受意愿具有显著影响[16] 。 因此,本文从以往隐私侵犯经历、人脸识别相

关知识和信息敏感度三个维度来探究个体差异对公众使用人脸识别意愿的作用机制。
(1)以往隐私侵犯经历。 个体经历驱动个体行为,如果一个人曾经遭受到隐私侵犯,那么在面对类似情

景时,其对隐私侵犯的关注和担忧也会增加。 Hong 等[17] 在探究互联网隐私问题的驱动和抑制因素时发现

个人以往的隐私侵犯经历会增加对互联网隐私问题的担忧。 陈素白和顾晨昱[18] 在社交媒体用户隐私保护

的研究中也证明了当数字原住民群体感知到更多的隐私侵犯经历时,其隐私保护意愿更强。 由于人脸识别

过程中个人提供的人脸信息可以关联到个人身份、年龄、性别、种族、肤色、财务状况甚至社会地位等个人敏

感信息。 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将会对个人的财产安全和人格造成不可逆转的侵害。 而以往隐私泄露的经历

会导致用户对个人信息控制能力不确定性的增加,使他们对使用人脸识别可能带来的不良结果更加担

忧[19] ,从而降低其感知收益并增加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风险。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以往隐私侵犯经历负向影响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收益(H1a);
以往隐私侵犯经历正向影响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风险(H1b)。
(2)人脸识别相关知识。 知识被认为是理解消费者对新兴技术态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影响公众对技

术接受度的关键因素[20] 。 消费者将根据对新兴技术特征的理解来评估他们的风险和利益,以建立他们的信

念[21-22] 。 因此,知识的缺乏可能导致公众对技术特征、风险和收益的理解偏差与不足,从而对其形成负面态

度或降低接受意愿。 Wang 等[23]在研究电动汽车接受度时,发现主观知识对感知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本文认为,个体对人脸识别相关的知识水平越高,意味着其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过程及如何规避人脸

识别使用过程中伴随的风险越了解,而这种了解有助于提升用户的感知控制力,增强对预期利益的评估,进
而提升感知收益并降低感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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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人脸识别相关知识的储备正向影响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收益(H2a);
人脸识别相关知识的储备负向影响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风险(H2b)。
(3)信息敏感度。 信息敏感度通常被定义为信息的风险[24] ,当信息敏感度高时,消费者的态度和个人

信息披露的意愿会更加消极。 在人脸识别情境中,人脸信息与个人身份、生活、工作等密切相关,具有高敏

感性,个人的信息敏感度更多的是一种自身感受。 因此,本文借鉴严炜炜等[25] 对人工智能服务情景下的信

息敏感度的定义,将人脸识别的个人信息敏感度定义为用户在使用人脸识别服务过程中,因需要提供人脸

等个人敏感信息而产生的主观不适感。 Esmaeilzadeh[26]在探索影响医疗保健消费者健康信息交换选择意向

的因素时,发现消费者健康信息敏感度对健康信息交换的感知风险具有显著影响。 严炜炜等[25] 在探究用户

数据采集对人工智能服务放弃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时发现信息敏感度会正向显著影响感知风险。 在使用

人脸识别过程中,用户需要提供与个人身份、财务密切关联的人脸信息,可能会引发用户对于隐私泄露、经
济损失、人格尊严侵害等安全风险的关注,从而使用户的感知风险增加,感知收益降低。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信息敏感度负向影响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收益(H3a);
信息敏感度正向影响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风险(H3b)。
2. 人脸识别特性的影响

人脸识别具有远程识别性、识别唯一性、关联验证性等属性,这些属性在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高效和

便利的同时,也潜藏着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和滥用等隐私安全隐患。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公民对于面部识

别技术最关心的问题是方便性和提高安全性的概念[27] 。 因此,在人脸识别技术的特性维度,本文选择人脸

识别的方便性和安全性进行研究。
(1)方便性。 随着人脸识别算法技术成熟度快速提升,人脸识别已在安防、交通、金融等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逐渐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人们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实施体温监测等,能够实现无接触高效通行,在避免疫情蔓延方面做出了贡献[28] 。 因

此,本文认为人脸识别使用的方便性与否会影响其感知和决策,当公众通过使用人脸识别感受到其带来的

便利性及其他衍生收益,公众的感知收益会提高而感知风险降低。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人脸识别的方便性正向影响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收益(H4a);
人脸识别的方便性负向影响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风险(H4b)。
(2)安全性。 虽然人脸识别技术在大数据的推动下取得显著进步,但由于技术发展速度与水平参差不

齐,数据在采集、储存及分析等环节都可能潜藏着安全风险[29] 。 就人脸数据的采集环节而言,采集人脸信息

无需用户主动配合便可轻易完成,而且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由于人脸本身就处于暴露状态,所以人们对

日常生活中被各种监控“捕捉”脸部信息的情况习以为常,并不觉得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 但是实际上,人
脸信息常常被过度或违规采集,如 2021 年央视“3·15”晚会上,多家知名企业被曝监控摄像头违规采集人

脸信息,这些信息被采集后是否用作他用或被泄露公众不得而知,但是其中隐藏的安全风险却引发了人们

对人脸识别系统的信任危机及其背后风险的担忧,导致人们的感知风险提高,感知收益降低,从而降低其在

其他自主选择情景时对人脸识别的使用意愿。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人脸识别的安全性正向影响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收益(H5a);
人脸识别的安全性负向影响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风险(H5b)。
3. 人脸识别负面新闻的影响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认为,媒体可以发挥社会放大器的作用,通过其报道强度和呈现角度来放

大或削弱公众的风险感知。 相关研究表明,人脸识别相关的负面新闻是中国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消极态

度的关键来源之一[15] 。 媒体对特定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负面报道可能会导致公众对他们产生负面看法并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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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使用它们。 Zhang 等[30]在研究社交媒体新闻对疫苗犹豫和疫苗接种行为的影响机制时发现个人对疫苗

的风险新闻更加敏感,风险新闻会导致个人风险感知的增加,进而导致疫苗犹豫。 因此,当人们接收到关于

人脸识别的负面新闻时,其风险感知会通过媒体的报道而放大,而感知收益会相对被削弱。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人脸识别负面新闻负向影响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收益(H6a);
人脸识别负面新闻正向影响使用人脸识别的感知风险(H6b)。
4. 感知收益与感知风险

人们倾向于根据态度,预期的优势(好处)和缺点(风险和成本)来接受或拒绝技术,以建立他们的参考

和信念[20] 。 人脸识别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人工智能技术之一,具有新兴技术的“双重性”特征。 根据保护

动机理论,公众在面对不确定性和未知性的新兴技术时通常会评估其潜在的威胁,并产生相应的行为和认知改

变[31] 。 因此,个体对其采取怎样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风险决策:人们需要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在移动支付、
考勤、门禁等方面所带来的便利性,但又对人脸别技术所伴随的人脸数据泄露和滥用、财产损失、种族歧视等安

全问题和道德伦理问题表示担忧[32] 。 而个体最终是否使用人脸识别取决于以上两方面感知收益和风险的相

对大小,即当公众感知到人脸识别技术带来更多的收益和更少的威胁时,更可能产生积极的技术态度[33] 。 有

学者在调查研究刷脸支付在中国的抵制情况时发现,风险感知会正向影响公众对刷脸支付的抵制,即人们感知

到的风险越高,对人脸识别技术的态度越消极[34] ,人们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意愿越低。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感知收益正向影响人脸识别的使用意愿(H7);
感知风险负向影响人脸识别的使用意愿(H8)。
5. 责任式创新的道德伦理评估准则

责任式创新强调创新过程必须遵循伦理准则,满足道德可接受性,创新主体应当“了解自身行动可能带

来的后果,以及这些选择对社会需求和道德价值的影响,进而有效评估并作出符合社会期望和道德准则的

结果和选择” [14] 。 也就是说,科技创新要符合道德伦理且获得社会认可[32] 。 由于道德伦理上的不完满和对

技术内嵌逻辑的理解缺乏,公众在接触或体验这些技术时,往往会同时感到对技术现实效能的惊叹及对潜

在滥用风险的恐惧。 就人脸识别技术来说,虽然其为社会发展带来有利的一面,但其并发特征容易引发算

法歧视风险,且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隐私泄露会侵犯用户的财产安全和人格尊严,带来伦理困境[27] 。
因此,如果人脸识别的使用过程能遵循公众伦理认知,符合公众期望从而带来社会满意,那么公众对人脸识

别的接受度会更高,会更加愿意使用人脸识别。 卢超等[10]建立了包含智能网联汽车道德伦理和社会满意的

整合型技术接受(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use
 

of
 

technology,UTAUT)模型,发现道德伦理和社会满意对智

能网联汽车的使用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道德伦理正向影响人脸识别的使用意愿(H9)。
通过以上论述,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责任式创新理论,提出人脸识别技术公众接受度模型,如图 1 所示。

三、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问卷设计

基于以上模型本文进行了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包
括性别、年龄、学历等以往研究中对技术接受度有影响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第二部分是问卷变量测量,包括

10 个潜变量(以往隐私侵犯经历、人脸识别相关知识、信息敏感度、人脸识别方便性、人脸识别安全性、人脸

识别负面新闻、感知风险、感知收益、使用意愿和道德伦理),共 35 个题项。 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进行评

分,分值 1 ~ 5 代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本文所有题项设定均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成熟量表,并
结合人脸识别的特征及当前用户对人脸识别使用的信息关注点修改形成。 研究先进行了预调查,共收集了

113 份有效问卷。 根据问题填写情况及填写者反馈,对题项进行修改和删除后确定最终问卷题项(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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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正向影响;-代表负向影响

图 1　 人脸识别技术公众接受度模型

表 1　 问卷测量题项

潜变量 指标 测量题项 来源

以往隐私侵犯经历
(PPIE)

PPIE1 您以前遭到网络隐私侵犯的频繁程度(非常频繁、频繁、不确定、不频繁、
非常不频繁)

PPIE2 我过去一年经常听到关于网络信息侵犯或潜在的信息侵犯威胁的事例

PPIE3 我经常经历个人信息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使用

Xu 等[35]

人脸识别相关知识
(FRK)

FRK1 对于人脸识别技术,我比别人知道的多

FRK2 我可以很快熟悉并掌握人脸识别的相关知识

FRK3 我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很有信心

李凯等[16]

信息敏感度
( IS)

IS1 我对人脸识别使用过程中要求我提供的信息类型感到不舒服

IS2 我觉得人脸识别收集了关于我的高度个人信息

IS3 使用人脸识别时应该提供的面部信息对我来说非常敏感

Hu 等[36] ;
Dinev 等[37]

人脸识别方便性
(FRC)

FRC1 使用人脸识别是一种方便的方式(支付、开门禁等)
FRC2 使用人脸识别很方便,因为我可以随时使用它

FRC3 使用人脸识别很方便,因为它不需要密码

Hu 等[36]

人脸识别安全性
(FRS)

FRS1 人脸识别系统建立了完善的安全保障结构

FRS2 人脸识别系统提供了很好的防火墙技术,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侵入

FRS3 人脸识别系统实时动态地保障了我的个人信息安全

Zhang 和 Kang[38]

人脸识别负面新闻
(FRNN)

FRNN1 我从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大多数与人脸识别相关的负面新闻

FRNN2 我的同伴通常通过社交媒体与我分享人脸识别负面新闻

FRNN3 社交媒体让人们通过分享人脸识别负面新闻来更负责任地行动

FRNN4 社交媒体为我提供了人脸识别负面新闻

Zhang 等[30]

感知风险
(PR)

PR1 我担心在人脸识别使用过程中遇到不合理(欺诈性)的条款

PR2 我担心使用人脸识别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或滥用

PR3 我担心使用人脸识别时会造成个人的生物特征被第三方非法获取

PR4 我担心使用人脸识别办理金钱业务时,会带来资金安全风险

张庆杰和龚涵适[39]

感知收益
(PB)

PB1 我觉得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能帮助我节省时间和精力

PB2 我认为人脸识别技术比其他识别技术更可靠

PB3 我觉得使用人脸识别可以使我获得想要的服务和便利

PB4 总的来说,我认为使用人脸识别对我来说很有用

Kim[40] ;
彭泽余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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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潜变量 指标 测量题项 来源

使用意愿
(UI)

UI1 我愿意学习并使用人脸识别

UI2 在有多种识别选择下,我更愿意使用人脸识别

UI3 我愿意推荐身边的亲朋好友使用人脸识别

UI4 我愿意继续使用人脸识别

UI5 我希望将来可以使用人脸识别

张庆杰和龚涵适[39]

道德伦理
(ME)

ME1 我相信人脸识别的检测结果将会是令人满意的

ME2 我相信人脸识别系统对人脸数据的处理将会是符合道德伦理的

ME3 我认为大多数情况我对自己的人脸信息被收集都是知情的

卢超等[10] ;郭春镇[42]

(二)数据收集

本文采取线上方式调研,在线上调查平台“问卷星”和“ Credamo 见数”上制作并发放电子问卷,通过平

台的“IP 地址限制”“作答设备限制”“作答者位置分布最小距离不小于 1km”等条件设置,以及手动比对剔

除两平台 IP 地址相同的问卷数据,从而有效降低样本重复的可能性。 共计获得问卷 382 份,其中有效问卷

324 份,问卷有效率为 84. 82%。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 2 所示,样本数据统计显示,受访者性别比例基本均衡(男 46. 9%,女 53. 1%);受访者年龄集中在

18 ~ 29 岁,占比高达 62. 3%,说明使用人脸识别的群体趋向年轻化;受教育水平方面,学历以本科和硕士及

以上为主,分别占比 67%和 20. 7%;从受访者职业来看,学生最多,企事业单位人员次之,占比分别为 42. 6%
和 41. 7%;经常所在地方面,位于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受访者最多,占比 48. 8%;从受访者的使用经验来看,
多数受访者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超过 1 年,使用时间在 1 ~ 3 年和超过 3 年的受访者占比分别为 42%和

51. 9%,符合人脸识别技术近年来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的现状。

表 2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n=324)

变量 分类 数量
占比
(%)

性别
男 152 46. 9
女 172 53. 1

年龄

18 岁以下 11 3. 4
18 ~ 29 岁 202 62. 3
30 ~ 45 岁 88 27. 2

46 岁及以上 23 7. 1

学历

高中及以下 20 6. 2
专科 20 6. 2
本科 217 67

硕士及以上 67 20. 7

职业

学生 138 42. 6
企事业单位人员 135 41. 7

自由职业者 23 7. 1
其他 28 8. 6

变量 分类 数量
占比
(%)

经常所在地

一线及新一线城市 158 48. 8
二线城市 86 26. 5

三线城市 48 14. 8

四五线城市 27 8. 3

村镇 5 1. 5

使用经验

少于 1 年 20 6. 2

1~ 3 年 136 42

超过 3 年 168 51. 9

(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文使用 Harman 单因素分析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存在情况。 结果显示经过旋转处理后,第一个

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32. 655%,未超过 50%的阈值,说明在方法论上并未受到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三)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借助 SPSS
 

26. 0 软件和 Amos
 

26. 0 软件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表 3 显

示,所有变量的 Cronbach’s
 

α 值和 CR 值均大于 0. 7,表明信度良好。 在聚合效度方面,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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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并计算各潜变量的平均抽取方差(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进行判断。 表 3 结果显示,所有 AVE 值均大于 0. 5,绝大多数题项在其对应因子上的载荷值大于 0. 7,
表明聚合效度良好。

此外,对本文假设的十因子模型的合理性进行验证。 根据 CFA 分析结果,模型的拟合指标为:χ2 / df =
1. 63,RMSEA

 

= 0. 044,SRMR= 0. 044,CFI = 0. 949,GEI = 0. 873,NFI = 0. 879,IFI = 0. 949,TLI = 0. 941①。 然后

根据变量内涵特征设置了 7 个竞争模型,并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对比分析发现原始模型

的拟合效果最佳,可见本文研究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接下来采用 Fornell-Larcker 准则进行区别效度检验。 根据表 5 的分析结果可知,各潜变量与其他变量

的标准化相关系数均小于该潜变量所对应的 AVE 值平方根,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表 3　 问卷测量题项及信度效度分析结果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CR AVE

PPIE
PPIE1 0. 834
PPIE2 0. 71
PPIE3 0. 715

0. 801 0. 7983 0. 5703

FRK
FRK1 0. 712
FRK2 0. 737
FRK3 0. 717

0. 766 0. 7657 0. 5214

IS
IS1 0. 833
IS2 0. 802
IS3 0. 838

0. 861 0. 8642 0. 6798

FRC
FRC1 0. 674
FRC2 0. 824
FRC3 0. 784

0. 802 0. 8062 0. 5826

FRS
FRS1 0. 784
FRS2 0. 777
FRS3 0. 803

0. 831 0. 831 0. 6211

FRNN

FRNN1 0. 813
FRNN2 0. 684
FRNN3 0. 678
FRNN4 0. 828

0. 838 0. 8394 0. 5685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CR AVE

PB

PB1 0. 697
PB2 0. 769
PB3 0. 684
PB4 0. 888

0. 836 0. 8471 0. 5834

PR

PR1 0. 837
PR2 0. 896
PR3 0. 843
PR4 0. 867

0. 919 0. 9198 0. 7414

UI

UI1 0. 733
UI2 0. 723
UI3 0. 752
UI4 0. 798
UI5 0. 794

0. 864 0. 8727 0. 5786

ME

ME1 0. 79

ME2 0. 765

ME3 0. 692

0. 781 0. 7938 0. 5627

表 4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标

模型 χ2 df χ2 / df CFI GFI NFI IFI TLI RMSEA SRMR
十因子模型 839. 49 515 1. 63 0. 949 0. 873 0. 879 0. 949 0. 941 0. 044 0. 044
九因子模型 1125. 551 524 2. 148 0. 905 0. 817 0. 838 0. 906 0. 892 0. 06 0. 051
八因子模型 1365. 034 532 2. 566 0. 868 0. 795 0. 803 0. 87 0. 853 0. 07 0. 071
七因子模型 1650. 605 539 3. 062 0. 825 0. 747 0. 762 0. 826 0. 806 0. 08 0. 075
五因子模型 2345. 335 550 4. 264 0. 717 0. 641 0. 662 0. 719 0. 693 0. 101 0. 098
三因子模型 2972. 279 557 5. 336 0. 619 0. 539 0. 571 0. 621 0. 593 0. 116 0. 105
二因子模型 3113. 940

 

559 5. 571 0. 597 0. 517 0. 551 0. 599 0. 571 0. 119 0. 108
单因子模型 3482. 497 560 6. 219 0. 539 0. 476 0. 497 0. 541 0. 510

 

0. 127 0. 124
　 注:九因子:FRC+FRS;八因子:PPIE+FRK+IS;七因子:PPIE+FRK+IS,FRC+FRS;五因子:PPIE+FRK+IS+FRC+FRS+FRNN;三因子:PPIE+FRK+
IS+FRC+FRS+FRNN+PB+PR;二因子:PPIE+FRK+IS+FRC+FRS+FRNN+PB+PR+ME;单因子:PPIE+FRK+IS+FRC+FRS+FRNN+PB+PR+ME+UI。

表 5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PPIE FRK IS FRC FRS FRNN PB PR UI ME
PPIE 0.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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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χ2 / df 为卡方自由度比、CFI 为比较拟合指数、GFI 为拟合优度指数、NFI 为规范拟合指数、IFI 为增量拟合指数、TLI 为 Tucker-Lewis 指数、
RMSEA 为近似误差均方根、SRMR 为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续表

变量 PPIE FRK IS FRC FRS FRNN PB PR UI ME
FRK - 0. 188

 

0. 722
 

IS 0. 399
 

- 0. 509
 

0. 824
 

FRC - 0. 054
 

0. 441
 

- 0. 145
 

0. 763
 

FRS - 0. 283
 

0. 711
 

- 0. 513
 

0. 429
 

0. 788
 

FRNN 0. 411
 

- 0. 251
 

0. 530
 

0. 031
 

- 0. 342
 

0. 754
 

PB - 0. 183
 

0. 587
 

- 0. 321
 

0. 594
 

0. 662
 

- 0. 156
 

0. 764
 

PR 0. 404
 

- 0. 608
 

0. 794
 

- 0. 167
 

- 0. 638
 

0. 504
 

- 0. 473
 

0. 861
 

UI - 0. 211
 

0. 655
 

- 0. 302
 

0. 553
 

0. 675
 

- 0. 117
 

0. 732
 

- 0. 407
 

0. 761
 

ME -0. 271
 

0. 690
 

-0. 416
 

0. 458
 

0. 749
 

-0. 309
 

0. 670
 

-0. 580
 

0. 695
 

0. 750
 

　 注:对角线上的数字为潜变量对应的 AVE 平方根。

(四)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本文利用 Amos26. 0 软件检验结构方程模型各路径假设的显著性。 模型检验路径,如图 2 所示,验证后

的路径系数及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具体来看,在个体差异方面,以往隐私侵犯经历(0. 105,
 

P<0. 05)
和信息敏感度(0. 628,

 

P< 0. 001) 均对感知风险具有显著影响,人脸识别相关知识与感知收益呈正相关

(0. 243,
 

P<0. 001),与感知风险呈负相关( -0. 274,
 

P<0. 001),假设 H1b、假设 H2a、假设 H2b、假设 H3b 得

到验证。 在人脸识别特性方面,人脸识别方便性对感知收益(0. 443,
 

P<0. 001)具有显著影响,人脸识别安

全性与感知收益(0. 493,
 

P<0. 001)和感知风险( -0. 325,
 

P<0. 001)分别呈正相关和负相关,假设 H4a、假设

H5a、假设 H5b 得到验证。 人识别负面新闻对感知风险(0. 148,
 

P<0. 01)具有显著影响,假设 H6b 得到验

证。 道德伦理与人脸识别使用意愿(0. 364,
 

P<0. 001)呈正相关,假设 H9 得到验证。 而个体感知收益与人

脸识别使用意愿(0. 607,
 

P<0. 001)呈正相关,假设 H7 得到验证。

∗∗∗表示
 

P<0. 001;∗∗表示
 

P<0. 01;∗表示
 

P<0. 05;实线代表路径检验通过,虚线代表路径检验不通过

图 2　 模型检验路径

表 6　 结构模型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

假设 路径模型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临界比率 概率值 / 显著性 支持情况

H1a 以往隐私侵犯经历→感知收益 -0. 049 0. 031 -0. 905 0. 366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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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假设 路径模型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临界比率 概率值 / 显著性 支持情况

H1b 以往隐私侵犯经历→感知风险 0. 105 0. 055 2. 146 ∗ 支持

H2a 人脸识别相关知识→感知收益 0. 243 0. 046 4. 014 ∗∗∗ 支持

H2b 人脸识别相关知识→感知风险 -0. 274 0. 082 -5. 078 ∗∗∗ 支持

H3a 信息敏感度→感知收益 -0. 029 0. 024 -0. 562 0. 574 不支持

H3b 信息敏感度→感知风险 0. 628 0. 051 11. 212 ∗∗∗ 支持

H4a 人脸识别方便性→感知收益 0. 443 0. 054 6. 76 ∗∗∗ 支持

H4b 人脸识别方便性→感知风险 0. 075 0. 078 1. 579 0. 114 不支持

H5a 人脸识别安全性→感知收益 0. 493 0. 037 7. 342 ∗∗∗ 支持

H5b 人脸识别安全性→感知风险 -0. 325 0. 056 -6. 392 ∗∗∗ 支持

H6a 人脸识别负面新闻→感知收益 0. 027 0. 025 0. 509 0. 611 不支持

H6b 人脸识别负面新闻→感知风险 0. 148 0. 045 3. 108 ∗∗ 支持

H7 感知收益→人脸识别使用意愿 0. 607 0. 082 7. 734 ∗∗∗ 支持

H8 感知风险→人脸识别使用意愿 0. 002 0. 028 0. 036 0. 971 不支持

H9 道德伦理→人脸识别使用意愿 0. 364 0. 041 5. 924 ∗∗∗ 支持

　 注:∗∗∗表示
 

P<0. 001;∗∗表示
 

P<0. 01;∗表示
 

P<0. 05。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整合责任式创新的评估准则,从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的三个前置影响维

度———人脸识别用户个体差异、人脸识别技术特性和人脸识别负面新闻(外部环境)出发,深入探讨了人脸

识别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机理,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人脸识别用户个体差异来看,一方面,研究发现以往隐私侵犯经历和信息敏感度对感知风险有

显著正向影响,对感知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 以往隐私侵犯经历会引起用户对隐私问题的关注,从而提高

了感知风险,但其并不能抵消人脸识别为用户带来的便利性和高效性等益处。 且当用户感知到使用人脸识

别会使个人隐私受到严重威胁时,以往隐私侵犯经历可能会导致对隐私安全保护的“躺平”,从而导致用户

在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方面倾向于“不作为”,认为隐私保护是徒劳的[43] ,最终仍然选择使用人脸识别。 信

息敏感度高的用户对提供人脸信息潜在的隐私泄露、财产安全等威胁更加敏感,因此感知风险会更高。 但

是人脸识别在安防监控、安全支付等方面带来的增值价值也是显而易见,即便是信息敏感度高的人也能轻

易感知。 另一方面,人脸识别相关知识与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分别呈正相关和负相关。 掌握人脸识别相关

知识使公众对这项技术的使用具有熟悉感,会使公众对使用人脸识别带来的利弊具有更加客观的认识,从
而充分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带来的好处并科学规避其使用过程中的风险。

第二,从人脸识别特性来看,人脸识别方便性对感知收益具有显著影响。 人脸识别安全性与感知收益

和感知风险分别呈正相关和负相关。 人脸识别安全性主要包括人脸信息的安全性和算法安全性,人脸识别

的算法误判风险不仅会降低人脸识别技术的安全指数,还会使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参与社会治理产生信任

危机,而人脸信息的泄露和滥用会造成隐私威胁、财产风险和尊严贬损[29] 。 这都会使公众感知风险增加,感
知收益减少,因此,安全性是公众决定是否使用人脸识别的一个充分条件。 反观人脸识别方便性,它是公众

选择使用人脸识别的“加分项”,是公众决定是否使用人脸识别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当使用人脸识别给公

众带来便利和高效的好处,公众的感知收益会提高,但人脸识别潜在的隐私安全风险依然无法忽视。
第三,人脸识别负面新闻对感知风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以往研究表明,作为新闻的消费者,公众中普

遍存在“负面偏见”心理,会更加倾向于为负面的事物或者经验赋予更大的权重,负面新闻往往会比正面新

闻或中性新闻获得更多的选择性曝光和关注[44] 。 因此,大量关于人脸识别的负面新闻出现会使公众对人脸

识别技术失去信心,增加公众的风险感知。 然而,尽管负面新闻会增加公众对人脸识别的担忧,但并不能否

定人脸识别带来的益处,因此,负面新闻对感知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
第四,道德伦理对人脸识别使用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当人脸识别技术表现出较高的道德伦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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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更愿意使用人脸识别。 这一结论说明了人脸识别技术研发遵循责任式创新的必要性。 人脸识别技术的

核心之一就是算法模型,不可靠的算法模型可能引发数据泄露、隐私侵犯、算法不公等问题,且极易引发人

类成为机器监管对象等主客观倒置的科技伦理问题[2] ,这会极大影响公众对人脸识别的使用。
第五,感知收益对人脸识别使用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感知风险对人脸识别使用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当人们从使用人脸识别中获得的感知收益越多,其使用人脸识别的意愿越强烈,但是与以往研究中感知风

险一般负向影响技术或产品使用意愿[45]的结论相反。 公众在决定是否使用人脸识别的权衡过程中,对感知

风险并不敏感,即使感知风险较高,他们依然可能会选择使用人脸识别,并不会“及时止损”,体现出公众对

人脸识别的使用存在一种“明知而故犯”的困境。 这不仅与目前人脸识别的实际使用情况相符,而且有研究

表明,当涉及接受时,感知的利益比感知的风险更有影响力[46] 。 这种“明知而故犯”的现象可以通过晕轮效

应进行解释,晕轮效应是指人们在面对新鲜事物或人际交往过程中,一旦对该事物或个人形成整体积极的

印象,则会导致其消极属性被弱化,最终使得积极属性掩盖其他消极方面的表现。 此外,在很多场景下,公
众自身往往无法真正地决定是否使用人脸识别,如上班考勤。 很多公司规定必须刷脸打卡,员工并没有可

以选择的空间,甚至久而久之会将刷脸打卡当成理所当然,这其实也是某种技术强制。 在技术创新和扩散

过程中,公众处于弱势地位,其将技术视为自主发展的力量,好像技术的发展只有一种既定轨迹,往往会忽

视技术发展中隐藏的利益导向问题[47] 。 这导致公众无法根据自身想法真正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而是

被技术发展和资本“牵着鼻子走”,因此对技术的风险感知并不敏感。
(二)理论贡献

第一,以往对于技术接受度的研究大多以 TPB、TAM、UTAUT 等常用模型为基础,且大多考虑技术的风

险[5] 、有用性[6] 、社群影响[7]等因素,鲜少考虑媒体新闻的外部影响。 本文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公众接受度研

究则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侧重于公众权衡利弊的认知过程,反映公众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的前置影响因素。
在前置影响因素方面考虑了公众个体差异、人脸识别技术特性和人脸识别负面新闻(外部环境)三个维度,
一定程度上为研究技术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多样性参考。

第二,本文将责任式创新的道德伦理评估准则纳入研究模型,实证分析了道德伦理对人脸识别公众使

用意愿的影响,弥补了目前关于公众对人脸识别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在隐私、伦理方面考虑的欠缺。 另外,目
前关于人脸识别技术的道德伦理问题大都停留在理论和问题阐述方面[9] ,关于人脸识别技术道德伦理的定

量研究相对缺乏,本文恰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 此外,同时沟通了责任式创新与公众接受度

的桥梁,为进一步研究公众与责任式创新的关系提供了参考。
第三,本文以社会交换理论为支点,从公众个体差异、人脸识别技术特性和人脸识别负面新闻(外部环

境)三个维度权衡考量交换成本(风险)-收益,以责任式创新理论为补充,融合责任式创新的道德伦理准则,
创新性地将“公众个体、技术特性、负面新闻、道德伦理”对公众接受度的影响进行了全局性探索,具有一定

的新颖性。
(三)实践启示

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责任式创新的道德伦理评估准则构建了人脸识别技术的公众接受度模型,揭
示了感知收益、感知风险和道德伦理影响公众使用人脸识别意愿的认知过程,为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与监

管提供了启示。
第一,政府要积极打造有利于人脸识别技术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一方面,可以针对隐私安全

等关键问题制定相应的激励补贴政策,鼓励企业积极研发,提高人脸识别系统的保护级别,同时配备相应的

评估监管部门以审核申请主体的实际情况,避免企业为获取资源而迎合政策释放虚假信号,导致最终产生

“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果[48] 。 另一方面,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人脸识别企业的数据滥用、知情同意

困境、隐私泄露等问题进行规制。 并建立相应的评估准入制度,在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之前,对技术准确性、
安全加密设置、算法公平性设置、主体权利保障路径等[28] 进行评估,以保障公众的权益,提高公众对人脸识

别技术的使用信心。
第二,人脸识别技术企业要秉持“道德伦理优先、隐私安全第一、方便高效加持”的原则开展人脸识别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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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应用研发工作,在人脸识别技术从研发到投入市场的全过程中践行责任式创新。 一方面,不断提高人

脸识别的安全性和方便性,从而降低公众的感知风险。 另一方面,建立相应的伦理委员会,对人脸识别研发

过程中涉及道德伦理和可能损害公众利益的部分进行科学论证和评估,并定期对外披露,保障公众权益,从
而获得公众的认可。

第三,公众作为人脸识别技术成果的直接受众,代表着社会的期望与需求,其态度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实

际应用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影响。 市场要多关注以往遭受过隐私侵犯和信息敏感度相对较高的公众。 原

因在于未遭受过隐私侵犯和信息敏感度相对较低的公众感知到的风险会相对更低,对人脸识别技术隐藏的

隐私安全等消极问题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更容易成为人脸识别技术的“先行者”和“追随者”。
第四,媒体作为信息传递者和参与者,要积极发挥宣传引导作用,承担起社会工作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

任。 一方面,客观介绍人脸识别技术的相关知识及其方便性、安全性和风险性,推动公众的理性认知。 另一

方面对于人脸识别负面新闻的报道坚持真实原则,对公众进行合理的引导,推动公众对人脸识别技术伦理

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促进科技社会的向善和可持续发展。
(四)局限与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对人脸识别技术的公众接受度进行研究,更多从感知

风险和感知收益及其前置影响因素考虑,未来可以考虑从自我感知理论、SOR 理论等进行进一步探索。 第二,
在外部环境的影响方面,本文仅考虑了人脸识别负面新闻的影响,未来可以考虑增加如政策法规、社会文化背

景、社会网络关系等相关因素,设计并验证更加完善的人脸识别技术公众接受度模型。 第三,本文对人脸识别

技术接受度的研究,并未考虑在不同场景下公众接受度的差异,未来可以探索在交易支付、交通出行、门禁考勤

等多种不同使用场景下,公众使用人脸识别意愿的影响因素差异。 第四,本文的样本群体主要集中于学生和企

事业单位人员,年龄分布趋向年轻化,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和样本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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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ingly
 

Violate”
 

or
 

“Timely
 

Stop”? The
 

Public
 

Acceptance
 

of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Considering
 

Responsible
 

Innovation
 

Lu
 

Chao1,
 

Jiang
 

Shanshan1,
 

Cheng
 

Yiying1,
 

Yu
 

Jiaojiao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School
 

of
 

Custom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Public
 

acceptanc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public
 

acceptance
 

of
 

face
 

recognition.
 

A
 

cognitive
 

process
 

model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responsible
 

innovation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model
 

examines
 

the
 

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balance
 

between
 

perceived
 

benefits
 

and
 

perceived
 

risks
 

to
 

determine
 

usage
 

intention
 

for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for
 

empirical
 

testing.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rceived
 

benefits
 

and
 

moral
 

ethic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ublic’ s
 

usage
 

intention.
 

However,
 

in
 

the
 

face
 

of
 

the
 

perceived
 

risks,
 

a
 

phenomenon
 

of
 

“ knowingly
 

violate”
 

rather
 

than
 

“ timely
 

stop”
 

is
 

observed.
 

Previous
 

privacy
 

invasion
 

experience,
 

information
 

sensitivity
 

and
 

negative
 

news
 

are
 

found
 

to
 

increase
 

perceived
 

risks,
 

though
 

they
 

do
 

not
 

outweigh
 

the
 

benefits
 

of
 

face
 

recognition.
 

Face
 

recognition
 

convenience
 

is
 

shown
 

to
 

enhance
 

perceived
 

benefits,
 

yet
 

it
 

does
 

not
 

lead
 

to
 

the
 

disregard
 

of
 

privacy
 

leakage
 

risks.
 

Knowledge
 

and
 

security
 

related
 

to
 

face
 

recognition
 

is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ceived
 

benefit
 

and
 

perceived
 

risk,
 

respectively.
 

The
 

findings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
 

concerns
 

and
 

needs
 

for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providing
 

guidance
 

for
 

optimiz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market
 

promo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face
 

recogniti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public
 

acceptance;
 

responsibl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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